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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澳門是歐洲人在遠東地區建立的第一個聚居

區，又是其在亞洲的最後一個殖民地。1999 年 12 月

20 日，澳門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作為葡萄牙殖

民地不再存在，澳門的回歸標誌着西方殖民統治在中

國的徹底終結，也標誌着白人在亞洲統治的結束，同

時也標誌着葡萄牙約 500 年的殖民歷史的最後終結。 

澳門回歸十年來，澳門的政治、經濟、教育、文

化等各個領域都發生着翻天覆地的變化。而澳門的社

會語言格局也經歷着深刻的變化。儘管澳門的面積較

小，但是澳門的語言使用情況和香港比起來，比後者

要複雜得多。許多學者用“三文四語”概括澳門的語

言特點(“三文四語”的“三文”是中文、葡文、英

文，“四語”是普通話、粵語、葡語及英語)。作為

一個語言博物館，在澳門，人們使用的語言有漢語、

葡萄牙語、英語、日語、韓語、法語等多種語言。同

時澳門也是一個中國方言的博物館，在這裏人們會聽

到廣東話、福建話、客家話、上海話、以及許多北方

方言。廣東話在澳門回歸前後依然是澳門社會的常用

語。1992 年中文作為官方語言確立以後，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官方語言普通話，開始影響澳門這座城市。儘

管葡萄牙語在回歸前在澳門政府和法律佔據主導地

位，而且《澳門基本法》也明確規定了葡萄牙語在澳

門和中文都享有正式語文的地位，但是葡萄牙語在澳

門回歸前後卻經歷着起起伏伏。英語在澳門有着較長

的歷史，它也是毗鄰澳門不遠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正

式語文之一，而這個國際通用語也正在進入澳門社會

的各個領域。由於廣東話、普通話、英語、葡語，以

及其他各種語言和方言在澳門社會中被使用，澳門的

社會語言情況紛繁複雜。然而，並沒有許多學者對澳

門的社會語言情況進行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例如，

我們發現許多學者已經對香港社會的雙言制現象做

了大量的研究1，但是對於澳門雙言制的專門研究並

不多見。2 

Ferguson建議雙言制研究應該對一個給定的社區

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內歷時地進行追蹤，或者是對處

於一個社會語言急劇變化時期的社區進行追蹤。 3  

Hudson也強調雙言制歷時研究的重要性，他認為“對

於各個語言功能的共時分佈，雙言制的歷時角度—它

的社會發生、跨時間的發展路徑和最終結果──在涉

及社會語言學理論的情況下是最重要的。”4 本文以

澳門漢語為研究對象，通過運用Snow的傳統雙言制

(traditional diglossia)與現代雙言制(modern diglossia)

理論5，着重分析澳門漢語雙言制的演變情況，希望

本研究能夠對五百年來澳門社會語言格局的歷史演

變做一個較為清楚的描述。 

 

 

二、雙言制理論 
 

提起雙言制這一概念，許多人會想到已過世的社

會語言學家Charles Ferguson在 1959 年學術期刊Word

上發表的題為Diglossia的文章。6 儘管如Hudson所指

出的，“一個清晰連貫而又普遍接受的雙言制理論尚

未形成” 7 ，雙言制理論仍然具有強大的持久影響

力，而且不容易衡量雙言制這一概念對社會語言學的

深遠影響。自從這篇文章發表以後，許多學者運用

Ferguson的雙言制理論分析世界各地的言語社區，並

發表了無數的文章和專著，Hudson詳細地列舉了有關

雙言制研究的書目。 8  一些重要的語言學期刊如

Southeast Journal of Linguistics和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the Sociology of Language等都設專刊研究雙言制。

此 外 ， 許 多 有 影 響 力 的 社 會 語 言 學 讀 本 都 收 入

 澳門大學人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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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guson的這篇文章。9 

雙言制理論在過去的半個世紀裏受到了世界各

地學者的廣泛關注。Ferguson對雙言制的定義如下：

雙言制指一種相對穩定的語言狀況，其中除了一種語

言的主要方言之外(可能包括一種標準語或數種地方

標準語)，還有一種非常不同而又高度規範化的高位

變體(通常其語法較複雜)。該變體是較早時期或另一

言語社區受人尊重的書面文學的載體，是通過正規教

育可以習得並用於書面和正式口頭交流的目的，但是

社區中沒有人在日常會話使用該變體。10 Ferguson還

為確定一個社區是否屬於雙言制提出了九個特點：功

能、聲譽、文學傳統、習得、標準化、穩定性、語法、

詞滙和語音。 

許多學者運用雙言制概念研究各自所處的言語

社區，並對Ferguson的雙言制理論進行修正。學者們

從不同的角度對雙言制理論提出了他們各自的理

解，在這些不同的理解中，Hudson認為“沒有哪一種

理解比Fishman(1967)有關雙語和雙言關系的文章和

其之後二十多年來的各種修正(Fishman, 1970, 1980, 

1985, 1989)更有深遠的影響力。”11 Fishman增加雙語

概念來擴展雙言制概念。12 根據Fishman，雙言制指

的是在社會層面不同語境中兩種語言或變體的使

用，而雙語指的是個人對兩種語言的使用及知識。他

詳細地介紹了雙言和雙語的關系，並指出四種可能

性：○1 雙言又雙語；○2 雙言但非雙語；○3 雙語但非雙

言；○4 既非雙言又非雙語。 

20 世紀的第一個十年見證了雙言制理論的進一

步發展。Snow將東亞的雙言制分為兩種：第一種是禮

拜儀式的高位語言和當地的低位土語；第二種是國語

高位語和當地低位的少數民族土語。13 第一種雙言制

的例子包括歷史上幾個世紀來在日本、朝鮮和越南居

於主導地位的古漢語。第二種雙言制與第一種有所不

同，指的是一國的國語作為書面語和口語在社會裏享

有高的地位，而低位語是一種當地的少數民族土語。

第二種雙言制的例子包括現代漢語和吳語、台語的書

面語形式。Snow又把雙言制分為傳統雙言制和現代雙

言制。14 在歐洲傳統的雙言制裏，拉丁文在幾個世紀

裏一直是高位語，而各個歐洲國家的民族語言則是低

位語。與此相似，在 20 世紀前的大約兩千年裏，東

亞地區(中國、日本、朝鮮和越南)也存在着這種傳統

雙言制。傳統雙言制的特點主要有：○1 它發生在前現

代社會裏，換言之，這些社會沒有：發達的商業性出

版業和印刷文化、官方推廣提高大眾識字率和教育水

平、政府推廣的全國範圍的語言政策、傳播媒體業和

文化。○2 在傳統雙言制裏，高位語是Benedict Anderson

提到的“神聖語言”，換言之，一個古典語言與一種

或多種基於經典文本的傳統或哲學傳統緊密相連。

(通常這種語言還有着一個很長的書面文學傳統)。這

種高位語通常不再為任何人作為日常口語使用，可能

它從來沒有作為日常口語使用過。○3 這種雙言制在前

現代時代很普遍，許多當代的雙言制現象都源於這種

雙言制。○4 這種雙言制由社會格局所維持，在這種社

會格局裏，識字率相對有限，高位語的識字率是社會

精英權力的主要來源之一。15 

在 19 世紀和 20 世紀，中國、日本、朝鮮和越南

都遇到了西方列強的威脅，各國的有識之士逐漸意識

到現代化的必要性，在他們現代化的過程中，古漢語

逐漸喪失了高位語的地位，原來的雙言制逐漸消失，

Snow總結了導致傳統雙言制消失的幾個因素：○1 現代

化涉及推廣識字率和教育，而使用人們熟知的低位口

語而不是較難的高位古典語言更容易達到這個任

務。○2 國家建設涉及推廣一種熟知並廣泛使用的口語

作為國家語言，要麼是因為它作為象徵國家身份和驕

傲的價值(日本和朝鮮)，要麼是因為它的實用價值(中

國和越南)。○3 國家建設未必能維持雙言制或古典高

位語。事實上，日本的國家建設所反映的西方國家的

模式表明一個國家的口語和書面語的統一是一個明

顯的優勢，而且一個方言可以有效地，如果不能比一

個更有威望的古典語言更有效地，作為一個國家語言

的基礎。16 

隨着傳統雙言制的消失，在一些地區(如香港、

瑞士德語區)出現了新的雙言制，即現代雙言制。Snow

總結了現代雙言制的特點：○1 它發生在現代社會裏，

換言之，這些社會有一個商業性的出版業和印刷文

化，官方推廣提高大眾識字率和教育水平；政府推廣

的全國範圍的語言政策；和傳播媒體業和文化。○2 雙

言社會位於一個更大的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或文化

軌道，雙言社會認可和這個國家一定程度上共享的文

化遺產；但是，該雙言社會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治和

獨特的文化身份。○3 在現代雙言制裏，高位語是一個

國家的國語，它是一個現代標準語言──包括它的口

語和書面語──並且有許多人可以流利地講這種語

言。○4 現代雙言制並不像傳統雙言制常見。○5 現代雙

言制主要是通過認同維持。在雙言社區，掌握高位語

通常因為其實用價值和與一個更廣泛的文化遺產和

傳統相聯繫而具有價值。但是，該社區也具有較強的

本地認同，和維持本地獨特文化身份的欲望。因此，

即使該雙言社區有許多人能夠講高位語而且能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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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語言進行閱讀/寫作，他們更願意講低位語。使用

低位語的偏好成為該社區的一個重要身份認同行

為。17 

 

 

三、澳門雙言制：從傳統雙言制 
到現代雙言制的歷史演變 

 

在澳門的歷史上，長期以來文言文一直是高位

語，文言文在中國歷史上長期以來與文學、哲學和宗

教文本緊密相連。但它並不是人們的母語，也不是人

們日常口頭交流時所使用的語言。人們一般通過私塾

等教育機構學習這種語言，並進而參加科舉考試，考

取功名，成為社會精英。在《澳門教育史》一書中，

劉羨冰指出，在澳門早期，“學塾、書屋、社學，與

內地明末、清初的教育是一脈相承的”，而且“望廈

村民趙元略、趙允菁父子先後於乾隆丁酉科(1777

年)、嘉慶辛酉科(1801 年)中舉，不但成為澳門讀書人

的美談，趙家大屋高懸的“父子登科”的橫匾，也成

為澳門教育史的珍貴文物。”18 這可以從一個側面反

映出當時澳門人民對於文言文這一高位語的積極態

度。與此同時，澳門華人在日常生活中通常使用自己

的方言土語，如粵語、客家話等等。這些方言土語與

文言文在語音、詞滙、語法等多方面存在着差異。 

19 世紀中葉，中國社會內憂外患。國內社會矛盾

尖銳，農民起義不斷。西方列強紛至沓來，掀起瓜分

中國的狂潮，清政府在與西方列強的多次交戰中都以

失敗告終，向西方列強割地賠款。眾多有識之士開始

了向西方和日本學習，走上了救亡圖存的道路，並逐

漸意識到語言對於中國現代化的重要性。許多學者提

出了各種方案，旨在改革中國語言，促進中國的現代

化，這其中以現代文取代文言文為代表。隨着現代文

取代文言文，言文實現一致，中國社會傳統的雙言制

逐漸消失。 

與此同時，澳門已經成為葡萄牙的殖民地，並在

語言政策上與中國內地有所差異。但是由於抗日戰

爭，內戰等多種原因，許多人來到澳門避難，並在澳

門定居下來，這些人也帶來了以現代漢語書寫的文

本，使得現代漢語在澳門的影響逐漸增加。同時，由

於現代漢語與中國現代化的緊密聯繫，使得澳門華人

對現代漢語沒有太大的抵抗性。澳門出現了推廣和學

習現代漢語(尤其是口語國語)的高潮。例如，1937 年，

從北京到澳門的知識分子把國語推廣到澳門，其中著

名的有關玉書、何仲恭、王菊如等。1937 年後，從廣

州來澳的知識分子也在澳門開展國語運動。其中最負

盛名的是黃耀樞。19 

回歸以後的澳門，廣東話在諸多高位領域擴展其

使用範圍，而現代漢語(尤其是其口語普通話)也在人

們日常生活中逐漸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在政治

領域，普通話主要是在與大陸領導人見面時使用，而

廣東話則在澳門政治生活中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從政

治選舉，到立法會會議，都能聽到廣東話的聲音。通

過採訪澳門特區政府不同部門的公務員，Lam發現

“中國同事間口頭交流傾向於只用廣東話，而書面交

流，如備忘錄、便條、報告、表格、電郵等等，大多

傾向於使用現代漢語。”20 在經濟領域，澳門是一個

國際旅遊城市，近幾年來，每年都有逾千萬的內地旅

客來澳，其中個人遊居多，而中國內地旅客的人均消

費也遠遠超過歐美、東南亞等國家和地區的來澳旅

客。面對如此龐大的消費群體，掌握普通話和廣東話

對於澳門旅遊、博彩、餐飲等相關行業必不可少。在

教育領域，長期以來，廣東話一直是許多私立學校的

教學語言，但是隨着澳門的回歸，很多學校開設普通

話課程，一些學校，如濠江中學，使用普通話作為教

學語言。在傳媒方面，同時回歸後的澳門，在廣播電

視節目中也增加了普通話節目，但是人們一般收聽收

看本地廣東話節目，更為重要的是，由於澳門與香港

相鄰，澳門人還可以較為容易地購買香港中文報刊，

收看收聽香港的廣東話廣播電視節目。而港澳的廣播

電視節目中的廣東話與報紙雜誌中大量使用的粵方

言字，對澳門人的本地身份認同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在日常生活中，廣東話居於主導地位，被廣泛使用，

而普通話在人們(尤其是內地移民)的日常生活中也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許多中國北方人移民到澳門或在澳

門工作學習初期，由於尚未學會廣東話，他們也傾向

於使用普通話作為交流工具。 

綜上所述，澳門回歸以後，澳門廣東話的使用範

圍得到進一步的擴大，在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教育

領域等，都有廣東話的影響。與此同時，現代文也不

再僅僅是高位語，其口語形式，普通話逐漸成為許多

人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語言。 

 

 

四、澳門與國際參照值比較 
 

澳門現代雙言制與香港，以及瑞士德語區在社會

類型，高位語的本質，雙言制穩定性問題，雙言制演

變路徑及其地緣政治特點，以及雙言制的維持等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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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有相似之處： 

第一，在社會類型上，澳門屬於現代社會，其現

代性具有兩層含義：○1 它不同於歐洲以拉丁文為高位

語的傳統雙言制和東亞以文言文為高位語的傳統雙

言制，是現代版的雙言制。○2 該雙言社會受到工業

化、城鎮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它不同於以往的雙言

社會，以往的雙言社會沒有經歷現代化，而那些經歷

了現代化的社會，通常表現為低位語擴展其功能並取

代高位語和雙言制的消失。 

第二，高位語的本質：澳門的高位語，即現代漢

語在中國是國語，許多人以現代漢語的口語形式(普

通話)為母語，也有很多人雖然不是以普通話為母

語，但是能夠熟練地使用這種語言。例如，根據 2006

年澳門中期人口普查結果，除了家中常用語言，有

54.0%的居住人口表示可流利使用另一種/多種語言

與人溝通，其中以懂普通話的比例最高，達到 65.3%。

按常用語言及其他可使用語言合計，發現 3 歲及以上

居住人口中，91.9%懂廣州話，38.5%能使用普通話。

而以往傳統雙言制中的高位語，如文言文、拉丁文，

其地位來自與這種語言相聯繫的宗教、哲學和文學傳

統。人們在日常生活中不使用這種語言，其實用性不

高。 

第三，穩定性問題：傳統雙言制的穩定性較強，

例如東亞地區的傳統雙言制持續上千年。而現代雙言

制的高位語和低位語的角色則不斷變化，缺乏相對穩

定性。如上文所述，澳門粵語在諸多高位領域擴展其

使用範圍，而現代漢語(尤其是其口語普通話)也在人

們日常生活中逐漸扮演着越來越重要的角色。 

第四，雙言制演變路徑及其地緣政治特點：澳門

人對中國有較強的文化認同。近年來澳門青年研究協

會和澳門中華學生聯合總會於 2007 和 2009 年聯合開

展的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以及 2008 年聯合

開展的澳門大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調查，這幾項調查結

果都顯示大多數學生認同自己是中國人，並認同自己

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21 此外，澳門與中國相鄰，中

國的國語易於影響澳門的書面語言。與此同時，由於

澳門享有相對的自治權力，並沒有像中國內地那樣廣

泛地推廣現代漢語。 

第五，維持雙言制的身份問題：對於澳門人的身

份問題，有許多研究都表明澳門人持有雙重身份。

1999 年澳門回歸以後，澳門青年研究協會和澳門中華

學生聯合總會對澳門學生的身份進行了多次調查。第

一次調查是在 2007 年對澳門中學生進行調查的。通

過便利抽樣，研究者收到 732 份的有效問卷。研究結

果表明 91.78%的受試者認為自己是澳門人，93.27%

認為自己是中國人。第二次澳門中學生國民身份調查

是在 2009 年進行的。通過配額抽樣和便利抽樣的混

合，研究者收到 1,088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表明

91.2%的中學生同意或非常同意“我是澳門人”，

90.6%同意或非常同意“我是中國人”。第三次是在

2008 年對澳門大學生的國民身份進行的問卷調查。通

過便利抽樣，790 名高等學生參與問卷調查，最終收

到 727 份有效問卷。研究結果表明 88.3%的參與者同

意或非常同意“我是澳門人”，而 93.3%認同自己是

中國人。這三次問卷調查結果都發現大多數澳門學生

認同自己既是澳門人，也是中國人。換言之，澳門人

的身份有兩個成分：本地身份和國民身份。二者緊密

相連而不是彼此排斥的。這可以在 2007 年澳門居民

反對在澳門東望洋燈塔附近建超高樓的事件中可以

看出。Kaeding報道了在 2009 年與 59 名澳門大學的

學生進行的問卷調查。研究結果顯示 93.2%的學生選

擇大三巴作為澳門的代表，44%的學生對這一遺產表

示驕傲。22 另一方面，澳門身份的國家成分表明澳門

人對中國的文化和歷史具有認同感。例如，在Kaeding

的研究中，93.2%的學生對萬裏長城感到驕傲。從以

上研究可以看出，澳門身份中的本地和國家成分界限

並不是很清楚，越來越多的澳門人具有雙重身份。 

從語言的角度來說，一方面，現代漢語成為澳門

社會高位語有賴於澳門人對祖國的認同。中文在澳門

官方地位的確立，已經提升了現代文在人們心目中的

地位與威望，不少澳門人選擇現代文這一民族共同

語。葡萄牙在澳門的長期殖民對澳門的現代漢語，尤

其是中文公文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我們曾對澳門

一所高等院校的 98 名澳門本地大學生進行語言態度

調查，其中一項是“澳門政府應該採取措施規範澳門

中文公文”，研究結果顯示 72.9%的學生同意該項，

13.5%的學生強烈同意該項，這也從某種程度反映出

澳門人對現代漢語的認同。澳門回歸以後，許多學者

對澳門中文公文存在的“葡式中文”現象進行了許

多研究23，澳門理工學院和行政暨公職局都開設中文

公文寫作課程(見表 1)，並編寫專門的教材24，以期規

範澳門中文公文。 

與此同時，現代漢語，尤其是其口語形式普通

話，在澳門越來越重要的實用價值也是確保現代漢語

在澳門高位語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廣東話在人們

日常生活、教育、媒體等諸多領域得到廣泛使用，是

澳門人身份認同的重要組成部分。這是廣東話能夠維

持其低位語地位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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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澳門機構院校開設中文公文寫作課程情況(人次) 
年份 

機構 
2002/2003 2003/2004 2004/2005 2005/2006 2006/2007 2007/2008 2008/2009 

澳門理工學院    11 100 75 100 
行政公職局* 61 74 53 26 46 101 108 

註：* 與澳門理工學院合辦。 
資料來源：澳門教育暨青年局各年《教育數字概覽》的相關數據 

 

對於澳門現代雙言制的形成與維持，本文同意

Snow 的觀點，不過，除了 Snow 指出的各個因素，

還有兩個重要因素在澳門現代雙言制的形成和維持

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首先，《澳門基本法》的頒佈對

於澳門現代雙語制的形成與維持發揮了重要的作

用。《澳門基本法》第 9 條規定：“澳門特別行政區

的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除使用中文外，

還可使用葡文，葡文也是正式語文。”這條法規明確

地表明了中文在澳門的官方法定地位，但是並沒有明

確地說明繁體字和簡體字，廣東話和普通話的地位。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並不在《澳

門基本法》規定的在澳門適用的法律，所以不需要在

澳門推廣簡體字和普通話。這就保證了繁體字和廣東

話在澳門可以繼續使用，也成為澳門現代雙言制形成

和維持的重要保證。 

另外，有關繁體字的語言神話和語言意識形態對

於澳門的現代雙言制的形成也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Michael Silverstein將語言意識形態定義為“語言使用

者做出的用來解釋觀察到的語言結構和語言使用的

對於語言的任何觀念的集合。”25 語言意識形態對於

語言結構和使用的研究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它在聯

繫語言形式和社會意義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語言的

意識形態為我們研究語言和社會的互動提供了一個

關鍵性的窗口”26，“語言的意識形態具有人類學意

義不單單是由於它的交際民族誌的變化性，而在於它

是社會形式和交談形式之間的一條協調鏈……語言

的意識形態影響着語言和身份、美學、道德和法律之

間關系的形成以及人們對於這些關係的認識，它們不

僅支撐着語言的形式和使用，而且支撐着人、社會團

體和宗教儀式、兒童的社會化、性別關係、國與家、

教育和法律等根本的社會機制的概念。”27 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成立之前，繁體字在中國文學，政府文件和

科舉考試中一直居於主導地位，繁體字不僅是溝通交

流的重要工具，它還與中國書法緊密聯繫。繁體字一

直被認為是一種神聖和純潔的語言，和中國文化傳統

和中華民族都緊密相連。所以，很多人對繁體字都持

有這樣一種語言意識形態，即繁體字是中國傳統文化

的真正精華和載體。它代表着文化的延續性，純潔性

和真實性。 

 

 

五、結論 
 

本文通過運用 Snow 有關傳統雙言制和現代雙言

制的理論，對澳門社會幾百年來漢語雙言制格局的演

變情況進行分析研究。研究發現澳門社會的漢語雙言

制格局從 20 世紀前的傳統雙言制演變為現代雙言

制。通過對澳門社會類型、高位語的本質、雙言制穩

定性問題、雙言制演變路徑及其地緣政治特點、以及

雙言制的維持等多方面進行分析，發現澳門與香港、

瑞士德語區在這些方面存在相似之處，表明了 Snow

有關傳統雙言制和現代雙言制理論在澳門語境的適

用性。同時認為《澳門基本法》沒有對處於官方地位

的中文沒有做出明確規定，也沒有規定《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適用於澳門，這是澳門現

代雙言制形成和維持的一個重要保證。此外，有關繁

體字的語言神話和語言意識形態對於澳門現代雙言

制的形成也發揮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僅僅是對澳門社會漢語雙言制現象的一個

初步探討，並沒有考慮英語、葡語等其他外來語言。

澳門是一個典型的多語多方言的社會，希望本研究能

拋磚引玉，有更多的學者關注澳門社會與語言，從不

同的角度進行研究，推動澳門社會語言學的進一步發

展與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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